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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体境脉相适应,中国传统课程思想的演变轨迹主要经历了合情化、合理化、

合法化三个主要的发展时期。在合情化时期,以孔、孟、荀为代表的早期儒学,把教育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大家

所共同拥有的情感共鸣基础之上———在目标上注重以情育人,在内容上注重情感统整,在实施策略上注重

“以近取譬”;在合理化时期,以“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为代表的新儒学,积极借鉴佛、道二

教的教化经验,坚持以逻辑、思辨、演绎、格物、循理等理性方式重建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道德信仰———在目

标上注重以“理”育人,在内容上注重 “道统”重构,在实施策略上注重 “体悟”与“自得”;在合法化时期,以吕

祖谦、朱熹、陆九渊等为主要代表的道学继任者,以私人书院为舞台,致力于把道德重建、文化重建与社会重

建的成果“合法化”,借助“学规”“渐悟”和“顿悟”,达成教化意义上的“儒者之效”,注重淳风美俗、圣贤气象、

仪型德范,为后学所矜式,构建“学统”成熟意义上的课程思想体系,强调在修身立德上下功夫,道问学、重践

履、尊德性,倡导教师主体“合法化”行动,创建私人书院,凸显个人风格和地域色彩,加强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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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教育宗旨,继续深

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当下,我国不仅要积极

吸取与借鉴西方先进国家的课程理念与方法,
更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去挖掘新课程改

革的教育资源。加强课程史(特别是课程思想

史)研究,有助于摆脱当前课程理论研究偏向

于外来移植或实践经验的狭隘视角,有助于更

好地服务于本土化的教育改革实践。中国传

统课程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 如何判

断中国传统课程思想走向成熟化与规范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课程思想与中国传

统文化和思想理论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

哪些人物在推进中国传统课程思想的成熟化

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只有对这些问题展

开系统深入的研究,才能为新时代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提供传统智慧与本土方案。因此,追溯

中国传统儒家课程思想,从孔、孟、荀等早期儒

学到“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
雍为代表的新儒学的兴起,再到南宋吕祖谦、
朱熹、陆九渊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儒学成熟时期

的发展演变逻辑,梳理和探究各个时期的课程

思想特征与课程价值取向,对新时代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与实践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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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由孔、孟、荀奠定的“合情化”课程

思想及其发展转型

  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脉,儒家思想与教育传

统的萌芽、发展与转化过程,基本上反映了中

华教育传统主流的发展演化逻辑。以孔子为

代表的儒学及其他诸子百家,把教育的逻辑起

点建立在大家所共同拥有的情感记忆基础之

上,这种“合情化”过程就是人凭借自身的身

体、心理、感觉、情感、行为来建立自身的文化

记忆与道德图谱,体现为“崇德重仁”的情感教

育理念。
(一)以情育人的“修身”目标设定:仁道、

习礼、博文、好学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之后,人类就有了教育

活动。教育活动的目标同整个社会的存在与

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体现社会成员共同情感

记忆与精神信仰的公共祭祀活动与政治活动

就成为了最早的公共性教育事件。儒家最早

就是从事祭祀与宗教仪式的专职人员,后来成

为维系宗法制社会最主要的学派。作为自觉

地从事教育事业的行动者,孔子通过教导训诫

学生,“删定”诗书,完成了在血缘基础上以“人
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核心,进而扩展

为注重追求理想人格、人道主义而不断实践的

文化心理模式与无意识的集体教育原型[1]24。

孔子终身都在践行“趣味主义”[2]教育原则———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3]65,“发愤忘食,乐以忘

忧”[3]70。他把教学原则落实在人与人之间所

共同拥有的情感共鸣与人性的一致性之中。
“仁者,人也。”[4]“仁爱”思想观念的提出,在某

种程度上体现了孔子对过去周礼偏向于规范

教育与强制教育的反思与超越,如孔子所言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3]24以
及“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3]92。由孔子根据

“性近习远”的普遍性而建构的早期儒学课程

目标体系,主要包含仁道、习礼、博文、好学等

目标和要求。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孔子借以重

建社会、重建道德的重要契机。“仁道”,可以

简单理解为以“仁爱”为核心,加强内在道德修

养,致力于人际关系和谐共生的一种崇高精神

境界。“仁道”既是理想的精神品格,也是现实

的道德践履。它从消极情绪来说,就是要求每

个人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不想要的、讨厌的人、

事、物,也不应该强加到他人身上,“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3]121;从积极情绪来说,自己想要的、

想得到的、想实现的人、事、物,也要推己及人,

让他人也能够得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3]64。就像曾子所说的,“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3]38。孟子把孔子的“推己及人”即所

谓“忠恕之道”极大地扩展延伸到一切人际关

系与道德关系的想象之中。孟子曰“仁也者,

人也”[5]370,“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5]15。孟

子又言:“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

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5]168孟子还强调

“老 吾 老,以 及 人 之 老;幼 吾 幼,以 及 人 之

幼”[5]17。见童子落水而生“不忍人之心”,一切

社会伦常秩序和幸福理想都建立在“不忍人之

心”的情感原则上[1]35。对孟子来说,一切后天

的经验和学习,都是为了去发现、挖掘、保存和

扩充自己内在的先验的善性———良知、良能。

孟子把孔子、曾子所提出的个体人格修养沿着

“仁政―不忍人之心―四端(仁、义、礼、智)―
人格本体”这样一条内向回归路线,赋予伦理

心理以空前的哲学高度[1]39。孔孟所推崇的个

体道德自觉,人人都可以实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5]121,这也就是所谓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著名命题。这种道德人

格的形 成 与 完 善,有 一 个 逐 步 提 升 的 过 程。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
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

可知之之谓神。”[5]376这里的最高层次的“神”,

其实就 是 孔 子 讲 的“七 十 而 从 心 所 欲,不 逾

矩”[3]12,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在道德本体中

的交融统一。

孔子比较推崇《周礼》,在他心中,《周礼》

蕴含着一切社会关系与处世智慧,他更是对创

办《周礼》的周公推崇备至。对孔子而言,周公

所奠定的“亲亲”“尊尊”“尚德”“孝友”“长长”等
鲜明礼制化社会(伦理、政治一体化制度)并不

虚幻,而是西周“保民”制度深入推进,民“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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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知”的人文化社会实然[6]42-46。为此,积极

应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述而有作”,创
造性地传承“重制度、重人事、重创造、重普世

以及重秩序的礼乐精神”[6]51,就成为孔子毕生

的教育使命。人们能够从反映孔子主要思想

的《论语》中看到周公的影子:周公讲“宗庙制

度”,孔子便对“八佾舞于庭”的季氏愤愤不平,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3]23;周公讲“宗法制

度”,孔 子 就 说 要 严 守“君 君,臣 臣,父 父,子
子”[3]126的尊卑秩序;周公讲“丧服制度”,孔子

就应之以“三年之丧”[3]186,并认为此乃“天下之

通丧”[3]186;周公讲“礼乐”“六艺”的重要性,孔
子便提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80和“志
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3]66,等等。孔

子把不能“梦到周公”视为生理与精神衰落的

重要征兆。在指导他最欣赏的弟子颜渊的具

体学习活动时,孔子坚持把“非礼勿视,非礼勿

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3]121作为学生日常“克
己复礼”行动的重要指南。通过“视听言动”等
日常活动的践行来达到规范、正当、适宜行为

习惯的养成,“习礼”自然成为孔子建构传统教

育学的重要目标。

虽然不是首要的教育目的,智育也是孔子

教育思想的重要目标。“博文”作为掌握文化

典籍的代名词,在孔子一生教育思想中起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诗》
《书》《礼》《易》《乐》《春秋》等传统文化典籍,希
望文化在弟子的成长成才中起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孔子强调“博学于文,约之以礼”[3]6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60,文以化人,文以解

惑,文以启智,文以弘道。

要想实现“仁道”“习礼”及“博文”这三个

教育目标,就要有良好的学习态度与远大志

向。“好学”更应该是每个学生都应该培养的

学习精神与气质。孔子反复强调,“我非生而

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70,“笃信好学,

守死善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3]81。
“好学”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第一,要勤奋,

即君子可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3]9,但决不

能忘却学习,“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

焉,可谓好学也已”[3]9;第二,要多问、多闻,遇

到不知道、不理解的东西,要虚心地向他人请

教,甚至向不如自己的人、自己的下级请教,做
到“不耻下问”[3]46;第三,要“时习”,学习新知

识之后,还必须时常温习之,以巩固已获得的

知识。颜渊作为孔子最欣赏的学生,“不迁怒,

不贰过”[3]54,被孔夫子独许之“好学”之名。而

孔门其他弟子,如“闻过则喜”的子路,“三省吾

身”[3]3 的 曾 子,“日 知 其 所 亡,月 无 忘 其 所

能”[3]198的子夏,也都以其独特的言行实践,“好
学”不止。子思的《学记》、荀子的《劝学篇》在某

种程度上就是对学习态度与学习方法养成的

系统总结。
(二)以情统整的教育内容选择:兴诗、立

礼与成乐

早在周代,“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完整

的教育体系已经出现在官方学校教育中。在

西周及春秋时代,士大夫所受的教育主要为礼

乐诗书,而以《易》和《春秋》教育一般平民,则
始于孔子。此外,后世将“六艺”(《诗》《书》《礼》
《易》《乐》《春秋》)统称“六经”。无论“六艺”内
容如何变化,周孔时代以“礼乐”为核心的教育

内容和手段,却从未改变[6]41。周公“制礼作

乐”,完成以“尚德”“孝友”“亲亲”“尊尊”“长长”

等思想观念为核心的“王道”制社会建构。孔

子绍承周公,以仁释礼,“述而不作”[3]65,完成

了以人性为情感基础的儒家课程思想体系的

建构。其主要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与乐教。

中国最早的诗歌选集《诗经》,据说是由孔

子搜集整理而成。在孔子之前,《诗经》内容就

已经广为流传。赋诗言志成为各个诸侯国之

间进行政治与外交活动的一种方式。孔子在

把诗歌内容编为《诗经》的过程中,共收编305
篇,分风、雅、颂三种类型。其中:风,包括15国

的民歌,反映各地区平民和贵族的风尚和习

惯,多为抒情诗,是《诗》(《诗经》在先秦时期称

为《诗》)中最有价值的篇章;雅,西周宫廷诗

歌,内容多是反映贵族生活与政治情况,颇有

史料价值;颂,庙堂诗歌,内容多为歌颂祖先功

业、格调庄严肃穆的祭祀歌辞。对于孔子来

说,其删定诗歌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思想内容

纯正无邪,合乎周礼。“诗三百,一言以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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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思无邪’。”[3]11“诗教”在孔子教育思想中

居于基础和首要的地位,他从“诗教”出发,认
为《诗》可以起到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

兴”,可以激发人的情志;二是“可以观”,可以

考察社会风俗盛衰;三是“可以群”,可以增进

相互情谊;四是“可以怨”,可以利用讽刺的形

式批判不合理的政治[7]。孔子在教育他儿子孔

鲤的时候,更是认为不学习《诗》将寸步难行。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 人而不

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3]263

由此可见,《诗》对个人品德修养和人际交往都

有重要作用,因而受到重视,被列为必学的科

目,不仅要求记诵它,而且要求在社会生活中

加以应用。
《周礼》也是传统儒家教育的重要内容。

它是西周初期的大政治家周公旦在借鉴夏、商
二代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因革损益而成。这次

礼乐制度的变革,一方面对夏商礼制实施革

新,使周礼的内容更加丰富完善;另一方面把

“以德配天”的思想融入了周礼,使周礼具有了

浓厚的人文气息[8]14。因此,孔子对《周礼》推
崇备 至:“周 监 于 二 代,郁 郁 乎 文 哉! 吾 从

周。”[3]28孔子还以文王、周公的继承人自居,

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3]87他晚年还经

常梦见周公。孔子凭借这种“天德在予、天命

所归”[8]14的历史使命感而传承和弘扬礼乐文

明,重建理想社会秩序。
《周礼》作为一部记录周代礼制最为详备

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

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

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

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为了使礼

乐文明能够传承下去,孔子对以往的礼乐文明

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对以往的儒家行业进行了

根本性的变革———把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儒

家行业改造为儒家学派,把夏、商、周时期的礼

乐文化改造为系统的儒家思想———“儒”由一

种职业(从事民间礼仪活动的村野术士)变成

具有开创性的一家学派(君子儒)[8]4。其主要

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孔子反复强调礼乐

制度的重要性,主张克己复礼,要求用礼仪道

德来规范君臣、教化百姓。在规范君臣方面,

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126的“正
名”思想,要求当时国君、大臣坚守各自的名

分,恪尽自己的本职,既不要逾越礼制,也不应

玩忽职守。在教化百姓方面,孔子提出了“道
之以德,齐之以礼”[3]11-12的德治思想,要求当时

的国君、士大夫能够以身作则,以德化民。第

二,更加强调周礼背后的精神价值。“礼云礼

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3]183

在孔子看来,礼仪制度不仅属于外在的行为规

范与道德戒律,而且还是人的内在情感的外在

体现。内在的同情之心和敬畏之心才是礼仪

制度的依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

也,宁戚”[3]24。第三,逐渐形成一套“内仁外

礼”的德育思想。“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
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标准,更是主动自觉的

人格承诺与价值担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

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161“仁”不是抽象的说

教,而是具体而有活力的践履行动。在不同语

境下,孔子赋予“仁”各不相同的德性内涵,对
樊迟言“爱人”[3]129,对子贡曰“夫仁者,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64。“仁”是一种推己

及人的同情之心、忠恕之心,是人的一切道德

情感的基础,也是人的一切道德规范的内在依

据,其外在体现便是人与人的礼仪规范。孔子

提出了孝、悌、忠、信、勇、恭、宽、信、敏、惠等一

系列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的实践必须以

礼仪规范为保证,因而“礼”是“仁”的制度保

障,遵 守 礼 仪 便 是 实 践 仁 德 的 途 径。这 样,
“仁”便与“礼”联系起来,成为“礼”的内核。孔

子曰:“人 而 不 仁,如 礼 何? 人 而 不 仁,如 乐

何?”[3]24孔子还指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

己复礼,天下归仁焉”[3]121。礼教某种程度上就

是华夏民族社会化教育的一种形式,它在某种

程度上协调着统治阶层各家族之间以及家族

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具有积极意义。

乐教与礼教向来不分家,礼乐制度共同构

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

情感教育、音乐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综合

体。如果把宗教视为一种“情志生活”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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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怪”意义上去理解它,“孔教”不失为一种

“宗教”,它从提倡孝悌出发,并配之以“礼乐的

实施”,鼓励人过一种富有 情 感 的 生 活[9]170。
《乐记》中的“乐”兼指诗、歌、舞三者,但主要以

论述音乐为主。乐教首先是情感教育。“乐也

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乐之说,管乎人情

矣”[10]489,“夫 乐 者,乐 也,人 情 之 所 不 能 免

也”[10]504。音乐是人感情的表现,音乐离不开

情感。人生在世,孰能无情,因此人人都需要

音乐。以情感教育为基础,配以礼教,则能起

到上下相安、政治和谐的教化作用。“故听其

《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

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
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10]505如“乐在宗庙之

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

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
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

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

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10]505

(三)“以近取譬”的教育方法策略:体仁、

养心与解弊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创了中国

的私学教育,总结了系统的教育教学方法。孔

子不是从抽象哲学与心灵冥思等远离人际关

系的原理出发,而是从人际关系、人群关系等人

所共有情感出发来阐释自己的教育学方法与策

略———一种以自我为参照对象,坚持亲身体验

的、变化的、人性的与教学相长的元教育行动。
孔氏之“仁”不是符号意义上的抽象名词,而是希

望弟子在日常生活、学习与人际交往中不断地体

悟、体会与践行道德规范的具体过程。

孟子更是把孔子所提倡的内在道德自律、

修炼推进到更高境界。在孟子看来,“人皆可

以为尧舜”[5]305不仅仅是一个空洞口号,更是一

个实实在在的行动。孟子强调“养心莫善于寡

欲”[5]383、“吾善养吾浩然之气”[5]66以及“学问之

道,求其放心”[5]295等观点。在百家争鸣的战国

中期,孟子开始有意识地通过隐喻、对比与雄

辩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教育目的与教育内容。

比如“五十步笑百步”[5]5、“不嗜杀人者能一

之”[5]13、“顾左右而言他”[5]42。又如:“仲尼之

徒无道桓、文之事”[5]15,“天时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5]92,“得道多助失道寡助”[5]92,“仁,

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

不知求,哀哉!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5]295,“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

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5]332,等等。

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

是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他以儒家为基石,开
始有意识地对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系统总结。

在《解蔽》篇中他坚持“虚一守静”的方式对个

体因为自身好恶、事件始终、距离远近、知识渊

博与肤浅、时间先后等所产生的不同迷惑进行

客观分析,从而推动了教育方法向着“入情入

理”转型[11]。

总之,孔子“近譬诸身”,孟子“反求诸己”,

荀子“虚一而静”,都是从人本身出发,由己及

人“合情化”地推演出“学以成己”的致圣之路,

鞭辟入里。

  二、由“北宋五子”奠定的“合理化”课
程思想及其发展传承

  佛教注重冥思、辩论与逻辑演绎。佛教的

传入,除了重新唤起擅长逻辑思辨与形而上学

演绎的道家学说意识形态化(道教产生)之外,

还对注重感性认知与实用理性的儒家思想形

成巨大挑战。“佛家治心、道家治身与儒家治

世”这种自发形成的三教分工思想开始产生,

并逐步引起一些正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警惕。

特别是到了北宋一代,以“北宋五子”周敦颐、

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为代表的新儒学大师,

借鉴佛、道经典诠释经验,以逻辑、思辨、演绎、

格物、循理等“合理化”方式讲学辩道、著书立

说、传道授徒,在儒学知识分子内部重建个人的

精神道德信仰,从而促进道学群体不断发展壮大

以及对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的理性认同。
(一)以“理”育人的“理想人格”目标设定:

仁者之乐、循理之乐、变化气质

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其实并不缺乏形而

上学精神,但蕴含深刻辩证法思想的道家思维

从来不占中国哲学思维的主流,而由孔子奠定

的“由近取譬”的实用思维由于与中国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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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社会相适应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士大

夫教育实践。后来,随着佛教的引入(因果效

应、见性、显性、守戒律)及其本土化(习禅定、

一念不生、直指本心、顿悟理性),使得宋代某

些儒家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借鉴佛、道两教

的经验,有意识地重建儒家意识形态在个人精

神信仰领域的主导地位。这种通过逻辑、抽
象、思辨等合理化方式推动有关教育目标与教

育活动的深刻讨论,促使中国传统课程思想走

向成熟。这种“理想人格”的提倡、探究,主要

表现在理想人格目标的追求上:仁者之乐、循
理之乐与变化气质。

积极应对佛、道挑战,重归儒家精神信仰

是从周敦颐开始的。周敦颐在《通书·志学章

第十》中强调:“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

颜渊大贤也……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

学。”[12]38周敦颐认为在科举的现世目的之外,

更为 重 要 的 是 追 求“纯 粹 内 在 之 净 化 的 学

问”[13]133。他曾经要求他的两个学生程颢、程
颐“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14]519。程颢、

程颐两兄弟一生的求学、讲学之路,就是为了

回答周敦颐给他们出的人生终极问题———孔

颜乐处。儒家“孔颜乐处”实际上就是一种高

尚精神境界的追求。同时,这种超越性的理想

人格,体现了“身心与天地同流”的天人合一的

道德境界[15]。这种精神生活层面的“真乐”,有
别于佛教追求的“极乐世界”,也同道教宣扬的

“神仙之乐”迥异,是一种完全超越世俗的享

受。周敦颐首倡“孔颜乐处”,就是要把自己的

价值追求和精神人格传给弟子。后来,被二程

常谈的“孔颜乐处”的问题就成为了宋明儒学

的核心问题之一。二程皆认为:“学至涵养其

所得而至于乐,则清明高远矣。”[16]1189程颢侧重

仁者之乐,而程颐侧重循理之乐。深受二程影

响、慨然有求道之志的张载认为修行在于 “变
化气质”,而邵雍则追求“学际天人”。

程颢追求的“仁者之乐”,首先就是追求精

神上的一种“无事”“悠闲”“自由”和“活泼”的闲

适之乐。这种闲暇状态便是一切顺其自然,对
于任何事“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自由而闲适

地生活在大自然中,自由活泼而“心闲无事”。

程颢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
‘吾与点也’之意。”[16]59其次,“仁者之乐”就是

追求“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感受其中的快

乐。人要把自己和万物放在一起去体会,摆脱

“自小”的狭隘格局,真切感受天地万物生命的

律动,超越自己的形体而感到与万物同体。程

颢说,“学 者 须 先 识 仁。仁 者,浑 然 与 物 同

体”[16]16。程颢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

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 若不有诸

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
不属己。”[16]15在程颢看来,天地间万物的孕育

与生长,无不是“生生之仁”的体现。“生生之

仁”体现在天地生物气象之中,呈现出一种最

高的精神境界。

程颐与其兄程颢所表现出的一定程度的

主观功夫论有所不同,他更加强调“格物”之
“知”在指导德性之“行”中的决定作用。他认

为一个人只有一点一滴地理解自然万物与社

会的运行原理(可统称之为“天理”),才能做到

“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自由之乐。程颐说:
“古人言乐循理之谓君子……须是知得了,方
能乐得。故人力行,先须要知。非特行难,知
亦难也……须是知了方行得……未致知,便欲

诚意,是躐等也。学者固当勉强,然不致知,怎
生行得? 勉强行者,安能持久? 除非烛理明,自
然乐循理。”[16]186-188程颐还认为,人的精神境界

的愉悦与快乐离不开对自然、社会秩序的深刻

理解与遵循,人应该追求一种“循理”而“常泰”

的“天人合一”之乐。“君子循理,故舒泰荡荡

然。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16]1147

深受二程兄弟影响的张载也积极从事儒

学复兴活动。在他看来,每个人生下来成“形”

之后就会因为所禀“气”之宽褊而有“气质之

性”与“天地之性”之分。“形而后有气质之性,

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

弗性者焉。”[17]23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集义“养
气”、学以“知礼”、虚心(无外以为累)等“修养功

夫”[18]来达到“变化气质”、学以致圣之道。张

载认为“知人而不知天”,停留在“求为贤人”而
不是更上一层“求为圣人”,是秦汉以来求学之

士的重大弊端[1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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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二程兄弟、张载往来密切的邵雍认为教

育目的在于教人学做圣人。圣人是理想中最

完美无缺的人,与万物为一体。邵雍在《观物

内篇》中说:“圣也者,人之至者也……谓其能

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焉;
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身
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弥纶天地,出入造

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焉。”[19]7-8因为教育

之目的是要使人与天合为一,所以他说 “学不

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19]156。因为要想“学际

天人”,非消除杂念,达到心神愉快的境界不可,
所以他又说“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14]379。

(二)道统重构意义上的义理化课程内容:
经典重释与师者传录

为更好地对抗“佛老”,唐代儒家代表人

物、著名思想家、古文运动先驱韩愈积极借鉴

佛教(特别是禅宗)的“传法世系”及“氏族族

谱”的经验,首倡“道统”,以此作为继承孔孟以

来的精神传统,进行儒学复兴运动的核心内

容[20]。后来他的弟子李翱对其思想谱系加以

传承,并有所修正。到了宋初,学者们更是围

绕着儒家“道统”问题争论不休。苏轼就把他

的老师欧阳修视为自韩愈之后“道统”的承继

者。韩愈、李翱、欧阳修虽然被主流的道学家

排除在“道统”的传承谱系之外,但是由他们开

启并持续发展的精神重建、社会重建与文化重

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中国社会的整体

走向与教育变革。以“道统”话语为中心的宋

代义理之学,特别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

以及邵雍等“北宋五子”所提倡的“求圣为己”
之学,在课程内容上主要体现为“我注六经”的
经典重释、“作者”意义上的义理建构以及白话语

录为主的“师者传录”等三个层面(如表1所示)。

表1 唐宋新儒家代表人物有关课程内容思想演进轨迹

新儒学代表
课程内容    

经典重释    义理建构    师者传录

韩愈

《原性》《原道》
《原毁》《原仁》
《原鬼》《师说》

李翱 《复性书》

胡瑗 《周易口义》《洪范口义》

孙复 《春秋尊王发微》 弟子石介作《泰山书院记》
石介 《怪说》《尊韩》

范仲淹 《答手诏条陈十事》

欧阳修

《易童子问》
《诗本义》
《春秋论》

《正统论》
弟子曾巩作《祭文》
弟子吴充《行状》

王安石
《周礼义》《周官新义》
《诗义》《书义》《易义》

《字说》

苏东坡 《诗论》《春秋论》 《议学校贡举状》
周敦颐 《太极图说》《通书》

程颢

《定性书》《识仁篇》
《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
《陈治法十事》

胞弟 程 颐 作《明 道 先 生 行
状》,弟子谢良佐作《伯逢问
答》《记上蔡语》,弟子杨时
作《龟山先生语录》

程颐
《周易程氏传》
《河南程氏经说》

《颜子所好何学论》
弟子 杨 时 作《龟 山 先 生 语
录》,弟子尹焞作《师说序》
《题伊川先生语录》

张载 《横渠易说》《经学理窟》 《正蒙》《西铭》 弟子吕大临作《横渠先生行状》

邵雍 《观物内篇》《观物外篇》
友人程颢作《邵尧夫先生墓
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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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汉唐经典“传注”之学更为注重字面文

义不同,宋代儒学自“宋初三先生”(胡瑗、孙

复、石介)起就开始注重儒家经典背后的精神

传统。胡瑗使得经典变成更易为弟子所理解

的《周易口义》。孙复就特别强调从《春秋》原

典中理解圣人精神。道学实际创立者程颐主

要代表作就是为《易经》注释———《易传》,借助

经典重释,一方面确定(对外宣称继承了不传

之绝学的)道学在“儒家传统”延续中的合理地

位[13]228;另一方面说服道学内部人员从“尊经”

出发,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相对于“学以成己”的人生境界来说,经典

注释只具有有限的意义。从韩愈、李翱开始,

尤其是以宋庆历时代为标志,宋代儒学就以其

“作者”意义上的义理建构,重建士大夫的精神

信仰与师道传统。在宋代儒家思想家的视野

里,特别是“北宋五子”的作品———周敦颐《太

极图说》《通书》、程颢《定性书》《识仁篇》、程颐

《颜子所好何学论》、张载《正蒙》《西铭》、邵雍

《观物内篇》《观物外篇》等,都集中讨论了“道

心”“人心”“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师道”“仁”

“本心”“习心”“未发气象”“已发气象”“德性之

知”“见闻之知”等精神修养范畴的知识与行

动,为“学以为己”“学以成圣”描绘内在的精神

图谱,指明精神发展方向。

相较于个人化的经典重释与义理建构,士

大夫的奏议、论文、书简、语录之类的思想资源

更多地被用来参与道德重建与社会重建。这

一时期,注重“语录”传承逐步成为士大夫群体

的普遍倾向。一开始,范仲淹、胡瑗、徐积、刘

敞、王伋、张咏等人的“文言语录”比较引人关

注,后来“口义”的讲义录(如胡瑗、陈襄、林希

逸等人的“口义”)在书院教育中被广泛刊行,

最后形成以白话语录形式为主要特色的道学

语录[13]18-28。白话语录相较于文言语录(甚至

师者专著)来说,可能更有助于全面地、针对性

地、体悟式地理解言语气氛、精神境地与修养

路径。尽管由于“记录者的能力和主观性”影

响着“语录内容的质量”与“语录特征”[13]22,但

是从二程在世时就已经开始记录并稳定传播

的二程语录(如谢 良 佐《伯 逢 问 答》《记 上 蔡

语》、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尹焞《师说序》《题伊

川先生语录》等),对于保持其学统的传承乃至

道学家群体的形成,最终形成致力于精神重

建、(地方)社会重建与文化重建的乡绅阶层具

有重要作用。

(三)注重“体悟”与“自得”的课程实施策

略:严师尊道与诚敬功夫

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到北宋时期日趋

成熟,在促进宋代儒学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导

致功利化教育氛围日渐蔓延。儒学教育出现

注重“外王”的发展倾向,同时也间接刺激了孔

孟精神传统的复活与高扬。“寻孔颜之乐”“学

所以为人”“慨然有求道之志”等观念以及“学

以为己”的求学宗旨在新儒家代表人物(特别

是“北宋五子”为首的道学家)的教育教学实践

中得到倡导与躬行。“道统”意义上的义理化

教育内容统整与“学以为己”的教育宗旨,使得

外显的、机械的、技艺的功名利禄之学遭遇冲

击,教育与学习实践开始真正地直面人的精神

重建与道德重建,进而引领社会、文化向着良

善转型。道学群体的萌芽与日渐壮大,除了对

抗日益功利化的社会现实之外,也同“合理化”

召唤的儒家精神传统内部革新密切相关。道

学在教育实践中注重“体悟”,在课程实施策略

上注重“自得”,具体体现在严师尊道与诚敬功

夫两个层面。

“大学之道”最终离不开个体的“觉悟”与

“觉解”。但个体“觉悟”与“觉解”的发生却有赖

于“道师”与“师道”。“严师尊道”强调“严选师

友资格”,“师道一体”应该成为整个社会教育

风尚的应有之义。“严选师友资格”不仅成为

教师个体建构自我身份与提升自身“师道”境

界的使命,而且还成为整个士大夫阶层重要的

价值共识。范仲淹、胡瑗、欧阳修、周敦颐、程

颢、程颐、张载、邵雍等都以其独特的精神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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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卓越的才能与教育成就推动了“成己成人”

的教育转型。

曾经执掌应天府书院教席、后来推动庆历

革新的范仲淹,以“整体性的姿态”把个人的

“内在性”与面向社会的“行动”加以“一贯化”,

成为道学兴起之前的理想人格形象[13]43。他以

“至公”形象树立士大夫精神榜样:他规劝有

“远器”的青年才俊张载读《中庸》等儒家经典,

“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14]662;他也曾

对其赏识的中下级将才狄青授之以《左氏春

秋》,“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21]。此外,范仲淹

积极推荐、支持胡瑗把其在太湖创设的“明体

适用”教育法引进到太学,从而推动了崇尚宽

简、自由讲习而又躬身实践的儒学团体与教育

风气的形成。

被黄庭坚赞为“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

风霁月”[14]525的理学开山始祖周敦颐,也因为

其“气貌非常人”“为学知道”而被南安通判程

珦视为知己,并且要求二子程颢、程颐“往受业

焉”[21]5028。正是周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

何事”,令程颢有“吟风弄月以归”“吾与点也”

的慨然求道之志[21]5028。周敦颐、程颢都曾经强

调“师道”“先觉”对于教化“后觉”、实现地方善

治的重要意义,应该提高教师从业标准,严格

区分经师、人师与塾师。对周敦颐、程颢来说,

所有人都不能离开“师友”而独立“得贵且尊”

及“成德”,故舜、禹、文、武之圣,亦皆有所从而

受学。古今都应该重视“师傅之职”与“友臣之

义”,从而养成尊德乐善之风。周敦颐在《通

书·师第七》中强调,“师”为“天下善”,只有“性

善”“达道”的圣人才最有资格“立教”,“俾人自

易其恶”,“师道”立的标志就是“先觉觉后觉,

暗者求于明”[12]36-37。此外,他在《通书·师友

上第二十四》《通书·师友下第二十五》中还表

达了“至尊者道”“至贵者德”的观点,认为人最

难得的就是“道德有于身”[12]42-43,而要实现“道

德有于身”,就离不开师友的教导、帮助。程颢

如同其师周敦颐一样也肯定了师友在成就个

体德性中的积极作用。“古者自天子达于庶

人,未有不须师友而成其德者。……今师傅之

职不修,友臣之义不著,而尊德乐善之风未成,

此非有古今之异者也。”[14]571

与周敦颐治学、从政两不误相似,程颢也

坚持以身作则,高标准要求自己,“遇事优为,

虽当仓卒,不动声色”[14]39。程颢在地方官任上

重视教化,广设乡学,严选教师,闲时亲自授

学,甚至为乡民社团亲设“科条”,使其“旌别善

恶”,“有劝有耻”[14]538。

除了强调“择师”“择友”之外,以“师道”自

任、不断提升自身精神境界与个人修养、传播

圣人之学,成为理学实际创始人程颢、程颐乃

至他们的表叔张载共同的志趣追求。同为新

儒学教育大师,程颢、程颐、张载三人道德境界

与教育方法各有不同。程颢“资性过人,而充

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14]539。当他终日

端坐时,如“泥塑人”,但是接待学生、客人却是

“一团和气”,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让弟

子、友人感觉沐浴在春风之中,获益很大[14]575。

而张载“少孤自立,志气不群,喜谈兵”[14]662,后

在范仲淹的劝导下幡然悔悟,“已求诸释、老,

乃反求之《六经》”[14]662,在治学过程中“终日危

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读仰思。冥心妙契,虽中

夜必取烛疾书”[14]663。张载之所以如此争分夺

秒,日精夜思,正如其自己所说:“吾学既得诸

心,乃修其辞命。命辞无失,然后断事。断事

无失,吾乃沛然。”[14]663当“学成德尊”之后,张

载并不愿意过多讲学,“犹秘其学……虽复多

闻,不务畜德,徒善口耳而已”[14]575。程颢劝说

张载:“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 人善其所习,

自谓 至 足。必 欲 如 孔 门‘不 愤 不 启,不 悱 不

发’,则师资势隔,而先王之道或几乎息矣。趣

今之时,且当随其资而诱之,虽识有明暗,志有

浅深,亦 各 有 得 焉,而 尧、舜 之 道 庶 可 驯

致。”[14]575在程颢的劝说下,张载四处寻访人

才,因材施教,终成关学之兴。可以说,以德育

人、循序渐进、苦心力索是张载教化思想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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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点。

而以“严毅”[14]591著称、“发明有过于其兄

者”[14]588的 程 颐 也 曾 受 到 其 兄 程 颢 的 勉 励。

“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

学,随人才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14]591

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等理学大

儒除了积极参与师友讲学之外,还重视学问,

追求“高明自得”,注重体悟,从而为后世求学

树立了一个“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榜样。

周敦颐提倡“诚本体”,把“诚”作为自身进

行功夫修养与宇宙生成论的法则。程颢在十

五六岁时经周敦颐点拨而超越“科举之习”的

局限,毅然决然确立“求道之志”,在明确人生

大方向后经过不断反复研读诸子百家及佛、道

两教的教义,最后借助回归儒家传统经典六

经,体悟“识仁”“定性”的“高明自得”之理。程

颢借助传统中医学观点———“手足痿痹为不

仁”[14]552、“切脉最可体仁”[14]552,形象地阐发了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14]540的精神境地与“能

近取譬”的学问之道。他在《定性书》中所讨论

的“天地之定”“圣人之定”“君子之定”“吾人之

定”等四个层面的“主静立极”之说就是要寻求

修贤入圣、彻上彻下的“为学之方”。他的“不

须防 检”[14]540“不 须 穷 索”[14]540而 又“诚 敬 存

之”[14]540的“慎独进德”之学,虽然与“一事是一

事,二 事 是 二 事,触 类 至 于 千 百,至 于 穷

尽”[14]561的学文、学艺之功不同,但对于警惕玩

物丧志具有重要作用,进而启发陆九渊专注

“尊德性”,提倡心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程颢的弟弟程颐虽然在“致知成圣”的具

体方法上不同于其兄,但在贯彻“二程子”思

想、坚持“万物一体”观念以及“自得”“自信”方

面,以及在自觉提升自己的德性涵养与教导弟

子等方面与其兄保持一致。如程颐所言,“自

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16]318,“学莫贵

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16]316。程颐比程

颢在更广阔的领域与更细致的方法上颇多建

树,从立“乐循理”之志到“涵养(敬)”与“集义”

并举,从知、行合一之法到格物、致知、明理之

序,从“不为文字所拘”而“自意足”的“玩味”读

书之法[16]627-628到(激昂自进)“动容周旋中礼”,

不断探寻学问之道。总之,教育“合理化”成为

程颐积极审视一切教育现象的主要尺度。除

了著作《程氏易传》外,程颐借助于自身的求道

之志、为学之方、修身之要与师教之法推动道

学群体的成熟与不断壮大。程颐鼓励弟子坚

定圣贤之志、赤子之心,强调格物致知,从而使

得弟子从内外一体、博物多能中体会修圣法

门。程颐还鼓励弟子严格区分德性之知与闻

见之知,努力达到更高程度的知行合一、天人

合一境界,从而洞见天地之心、圣人之心与未

发气象。

与二程兄弟时常进行切磋琢磨的张载,主

张“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17]321。为此 ,他

主张“己心”要保持“弘大”而又“谨敬”,并时时

刻刻以“己心”为“严师”[14]759,以“木偶人”为

“自戒”[14]756,力学“不息”[14]756,立心立事,问疑

实作;又须“博文”,反复循诵《六经》,精思“义

理”,在“通贯大原”后,立“天理”[14]757。张载认

为,要实现“变化气质”的教育目的,就要采取

循序渐进的五个步骤[22]186。第一,首要者为学

礼。张子以为,万事万物均有一定之秩序,礼

实为自然的秩序,气质之性有善有恶,要去恶

趋善,必赖乎礼,所以学礼为求学的第一步。

“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

必如圣人而后已”[17]383。第二,从幼年时就应

该使其品性端正,因而他说“蒙以养正,使蒙者

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17]31。第三,清心寡

欲。第四,“在博文约礼,由至著入至简……温

故知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17]31。第五,能

怀疑。疑乃有思,思乃有进,“可疑而不疑者不

曾学,学则须疑”[17]286。张载主张,向孔子学习

教学方法,注重两个方面———知德、知人。“教

人者必知至学之难易,知人之美恶;知至学之

难易、知德也,知其美恶,知人也;知其人且知

德,故能 教 人 使 入 德,仲 尼 所 以 问 同 而 答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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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17]31

邵雍与其他四子略有不同,深受道家李之

才影响。他在理论方面“独以图、书象数之学

显”[14]367;在实践方面注重自我修养,已达到襟

怀洒落、心神愉快的境界。达至“其乐际天人”

的愉快境界,其步骤有三[22]103。第一,读书明

理。邵雍把《易》《书》《诗》《春秋》称为“圣人之

四府”[19]11,提出要明圣人之道,须读此四书,以

反经合道。第二,保持“虚心不动”的专注状

态。“心一而不分,则能应万变”[14]381。第三,

慎独。加强个体精神修养,不能仅仅从“形于

言,发于行”[19]153的显性状态识别善恶,而是应

该加强内部审察,避免“自欺”[19]153,“萌诸心,

发于虑,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独

也”[19]153。邵雍除了加强自身德性修养之外,

还以其“隐君子”身份,积极参与地方道德教

化,“敦睦乡邻,息讼美俗”,担当以“士俗”矫正

“民俗”的社会责任[23]467。其子邵伯温曾在《邵

氏闻见录》中深情追忆:

康节先公居洛,凡交游年长者拜之,年等

者与之为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尝少异

于人,故得人之欢心。……每出,人皆倒屣迎

致,虽儿童奴隶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

人争具酒馔,问其所欲,不复呼姓,但名曰:“吾

家先生至也。”虽闺门骨肉间事,有未决者,亦

求教。康节先公以至诚为之开论,莫不悦服。

十余家 如 康 节 先 公 所 居 安 乐 窝 起 屋,以 待 其

来,谓之“行窝”。故康节先公没,乡人挽诗有

云:“春风秋月嬉戏处,冷落行窝十二家。”洛阳

风俗之美如此。[23]467-468

邵雍用自己的道德学问感化周边百姓,积

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矛盾纠纷,赢得了本

地几乎所有乡亲的拥戴。乡亲们亲切地唤邵

雍为“吾家先生”,就连至亲骨肉之间“家丑”也

向他请教解决方式。邵雍以“至诚”感化当事

人,取得“莫不悦服”的效果。至此,乡人纷纷

以他为楷模,规范自己的日常言行,甚至改变

了洛阳当地的风俗,可见其教化之功。

  三、由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奠定的

“合法化”课程思想及其发展取向

  由周敦颐开启的,经由二程、张载发展成

熟的“理学”思潮,使得自求变化气质,“存天

理、灭人欲”的为己之学逐渐在士大夫群体中

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北宋灭亡之后,如何

深刻总结北宋灭亡的经验教训,反思王安石变

法与新旧党争所造成的思想混乱,重塑士大夫

的精神图谱与学以为己的道学精神,成为当时

士大夫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以张栻、朱熹、

吕祖谦、陆九渊为代表的道学继任者,以私人

书院为舞台,致力于把道德重建、文化重建与

社会重建的成果“合法化”①,借助“学规”“渐

悟”和“顿悟”,促进道学精神的向下扩散与地

方上的移风易俗,从而推动教育的“合法化”

运动。

(一)注重“仪型德范”的目标共识:圣贤气

象与乡贤淳儒

所谓圣贤气象,即圣贤风度、圣贤风范,是

做人的最高境界。程颐是较早关注、提倡“圣

贤气象”的学者。程颐在谈到孔子及《论语》时

说:“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

贤气象。……观此数句,便见圣贤气象大段不

同。若读此不见得圣贤气象,他处也难见。学

者须要理会得圣贤气象。”[16]284而对于什么是

真正的圣人(孔子)气象,程颐也有精辟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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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合法化”中的“法”,主要是指在“理学”“道学”所奠定的“为己之学”的意义上思考的教化之法、移风美俗之法,它是国

家、政权意义上的,借助于暴力工具所推行的法律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士大夫”“乡贤”“士绅”的身体力行、文化重建,没有普遍意

义上的重义轻利(或义利双行)、慕贤向善、睦亲友朋、民胞物与等地方良善自治社会的形成,国家政权所维持的法律制度只能是空中楼

阁。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规”的建立与道德重建是一种“积极合法化”行动,而国家政权所颁布的法律制度与政策文件则是一种“消极合

法化”行动,两者缺一不可,前者更为根本。儒家意识形态由士大夫阶层向整个社会阶层的扩散与蔓延,是由北宋开启,由南宋最终完成

的。在此过程中,朱熹(张轼)、吕祖谦(含永嘉、永康学派)、陆九渊等各自成熟化的教化体系与书院实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解[16]214。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春夏之

交,深受程颐、周敦颐、程颢、张载的启发,并在

整理辑录他们有关圣人、圣贤论述的基础上,

南宋理学家朱熹、吕祖谦著《近思录》。在《近

思录·圣贤气象》中,朱熹、吕祖谦提出了系统

的“圣贤气象”谱系(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

王、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

程颐、张载等十五人)、标准(求道、明理、循理)

及其实现路径[24],从而为道学家群体提供了精

神范式与修身的至高境界,并积极倡导教育的

合法化行动。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在

弥合彼此分歧并完成《近思录》辑录的前提下,

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共赴“鹅

湖之会”,进一步扩大了“圣贤气象”或“尊德

性”教育宗旨在道学群体乃至整个士大夫群体

中的辐射效应与纽带作用,从而使得地方性私

人书院借助士大夫、乡绅阶层的“弥散效用”完

成了理学思想的地方化与移风易俗的社会重

建目标和任务。

(二)构建“学统”成熟意义上的课程思想

体系:道问学、重践履、尊德性

北宋灭亡之后,王安石新学式微,以“北宋

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为主导的

“道统”观念逐渐在南宋士人群体中占据主流

地位。以追求“圣贤气象”为目标,致力于如何

做功夫与落地的“学统”路径分而为三,彼此之

间相互切磋,存异求同,形成了地域色彩鲜明

的功夫修养体系,从而推动了以教育“合法化”

行动为特征的传统课程体系走向成熟。

1.张栻首倡、朱熹集大成的“道问学”课程

思想体系

张栻主张循序渐进、学思并进和培养学生

的独立思考能力。在此基础上,朱熹借助道统

谱系的重构,通过对《伊洛渊源录》、四书(《论

语》《孟子》《大学》《中庸》)的诠释,《近思录》的

编撰(与吕祖谦合著),以及自己创办白鹿洞书院

的教育实践,形成了一种先博后约、循序渐进、切

问近思为主要路径的“道问学”课程思想体系。

2.吕祖谦(婺学)主导,陈亮、陈傅良为其羽

翼的注重实践的课程思想体系

吕祖谦继承吕氏家族“不明一师,不私一

说”“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的家学传统,得“中

原文献之传”,发扬原始儒学经世致用传统,开

创婺学,引领浙东学派(包括永康学派、永嘉学

派)未来的发展方向,创立明招学院、丽泽学堂

(后世改为书院),亲自编写教材与学习计划

(如编写《吕氏家塾读诗记》《东莱书说两种》

《少仪外传》《古周易》《春秋集解》《己丑课程》

《东莱博议》《古文关键》等),全方位接收士人

(不排斥科考应举之人),制定严格的学习纪律

(如制定《乾道九年学规》等),从而形成一种“经”

“史”并重、修己治人、知行合一、注重实践的课程

思想体系。

3.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不立文字、发明本

心的“尊德性”课程思想体系

陆九渊坚持从人的先验道德理性“本心”

出发,行不言之教,格心、明心,突破外在经典、

行为规范的“支离事业”[25]427限制,形成一种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25]455,“静坐澄心”,“先

立乎其大者”[25]400的“尊德性”课程思想体系。

“自得、自我、自道,不倚师友载籍”[25]452是陆九

渊自我标榜的重要修身法门。陆九渊的课程

思想主要有如下三个特点。首先,他标榜“心

即理”,并以此来表现其与朱熹“性即理”的原

则不同。朱熹的“性”是使“心”与“天”实现沟通

的中介,而陆氏则不要这个中介,他直接推出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25]483以及“万

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25]440等“直通式”命题。

其次,重视整体体验,轻视具体格致。他强调

读书求晓“意旨”[25]432,学问求其“放心”[25]373,

立志立其大,教人“日用处开端”[25]432,等等,这

些均是借助主体直觉来达到“天人合一”之境。

第三,不提倡著书立说,厌烦对“六经”的泥守,

主张“六经注我”。在此原则下,读书只是用以

验证个人体验的手段而已,一旦己意与经典发

生冲突,则当反向质疑经典与圣人所言。陆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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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甚至认为只要识得真境,纵一字不识,仍可

为大丈夫[6]83-84。

(三)倡导教师主体“合法化”行动:创建私

人书院,凸显个人风格和地域色彩,加强学术

交流

由王安石变法、元祐党争所造成的“义利”

之辩的文化危机,宋室统治者南迁的深刻政治

危机,使得以张栻、吕祖谦、朱熹以及稍后的陆

九渊为首的士大夫们,积极借助教师主体身

份,创办私人书院(张栻的岳麓书院、朱熹的白

鹿洞书院、吕祖谦的丽泽书院、陆九渊的象山

书院并称为南宋四大书院),注重体现个人风

格,加强彼此间学术交流(寒泉之会、鹅湖之

会、白鹿洞之会),从而推动各地区书院的争相

效仿与地方上良善社会转型。

1.吕祖谦与丽泽书院

在吕祖谦所生活的时代,道学与道学群体

面临诸多挑战,登门求学的学生都受此感染,

吕祖谦曾痛心疾首地指出,“虽有教无类,然今

日此 道 单 微,排 毁 者 举 目 皆 是,恐 须 谨 严

也”[14]1664。因此,他在明招书院、丽泽书院以及

严州州学教学过程中,既不排斥科举考试士子

求学,为其制定《己丑课程》《少仪外传》《东莱

博议》等讲义与课程计划,又制定严格学习规

范(《乾道四年(1168年)九月规约》《乾道五年

(1169年)规约》),加强士人群体的组织约束与

行为规训,从而完成道学群体内部的凝聚与外

部影响的扩大。在“行为操履”的整体要求上,

吕祖谦强调同道学人之间必须加强彼此之间

的尊敬与共勉,“闻善相告,闻过相警,患难相

恤,游居必以齿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尔

汝”[26]359。而在具体的行为规范上,吕祖谦不

厌其烦,娓娓道来,要求弟子们时时刻刻以一

名“学以为己”“学以移(世)俗”的醇儒、乡贤形

象检视自身、约束自身,有所为,有所不为。具

体如下:

凡预此集者,……会讲之容,端而肃;群居

之容,和而庄。(箕踞、跛倚、喧哗、拥并,谓之不

肃;狎侮、戏谑,谓之不庄。)旧所从师,岁时往

来,道路相遇,无废旧礼。毋得品藻长上优劣,

訾毁外人文字。郡邑正事,乡闾人物,称善不

称恶。毋得干谒、投献、请托。毋得互相品题,

高自标置,妄分清浊。语毋亵、毋谀、毋妄、毋

杂。(妄语,非特以虚为实,如期约不信,出言

不情,增加张大之类,皆是;杂语,凡无益之谈

皆是。)毋狎非类。(亲戚故旧或非士类,情礼

自不可废,但不当狎昵。)毋亲鄙事。(如赌博、

斗殴、蹴踘、笼养朴淳、酣饮酒肆、赴试代笔及

自投两 副 卷、阅 非 僻 文 字 之 类,其 余 自 可 类

推。)……不修士检,乡论不齿者,同志共摈之。

同志迁居,移书相报。[26]359-360

不同于官办学校功利化、应试化、举业化

的内容、管理设定,私人书院的创立,一开始就

同创办者的教育旨趣、学术视野、文化使命与

精神追求息息相关。吕祖谦最早在书院教育

中制定“学规”,并明确把“惩戒规程”纳入其

中,就是希望内外兼修、双管齐下,造就更多的

求学上进、思想雅正、行为规范的地方醇儒、乡

贤,从而实现书院教育与地方风俗美化间的良

性互动。书院教育者创办或维持学规,明确教

育惩戒规程,既是“学规”发挥其应有作用的重

要保障,也体现了教师主体参与“教育立法”、

促进“教育合法化”运行的巨大优势。他的《乾

道四年九月规约》明确指出:“既预集而或犯,

同志者,规之;规之不可,责之;责之不可,告于

众而共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26]359“规—

责—告众—共勉—除籍”这种由轻到重的惩戒

程序,既显示了惩戒手段的硬约束效应,又在

某种程度上给了学生最大程度的改过自新机

会。如果没有这些明确的士人学习规约,就无

法在思想混杂、诱惑不断的现实生活中造就有

担当有情怀的士人群体(或更纯粹的道学家群

体),也就不能为实现儒家社会“移风易俗”和

地方“良治”而奠定文化基础。

2.朱熹与白鹿洞书院

吕祖谦制定《学规》,推动了南宋书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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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为朱熹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白鹿洞书

院揭示》)提供了主要的参考价值。在《白鹿洞

书院揭示》中,朱熹基本上揭示了他的“先博后

约”“持一守正”的“道问学”修养之路———“博

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

在儒家生活规范中体认道德修养,是这两种学

规最基本的相似处”[27]。只不过与吕祖谦学规

相比,朱熹的“揭示”主要从内在的道德召唤对

弟子的内在精神动机进行鼓舞,而吕祖谦则有

着更为强烈的外在规范约束。如果说朱熹以

崇高师德的教育对弟子进行道德规劝,那么吕

祖谦更多地从现实实用性角度对更广泛的读

书人群进行底线约束。后世各个地方性书院

在对朱熹的崇高师德推崇的过程中制定了切

实可行的有着明确惩戒规则的学规。各地所流

行的书院教育培养的一大批士绅阶层促进了儒

家伦理的地方化、本土化转型,从而推动了地方

性风俗向着良善转型。

除了致力于白鹿洞书院的重建,如“道统”

体系的建构、“四书”的集注与知识分子的培

养,朱熹还特别有意识地总结正确的读书六步

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

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成为引导学生格物致

知、明理定心、学以成己的修身法门。

3.陆九渊与象山书院

相对于吕祖谦、朱熹来说,陆九渊个性尤

为鲜明。在对待经典与解经人的关系上,他不

同于吕祖谦、朱熹的“经非疏我,而我则疏经”

的“我注六经”原则,主张不立文字,求心于内,

打破儒家经典的束缚,提出“学苟知本,六经皆

我注脚”[25]395的思想,自称这种方法为“简易功

夫”,是“立乎其大者”,是“知本”,是“明本心”。

陆九渊言辞锋锐,善于辩说,具有一种天赋的

即席阐发义理的能力。陆曾应朱熹邀请为白

鹿洞弟子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义

(1181年),尽管陆氏来此讲学的目的以研究学

问为主,但对科举教育并不是完全排斥的。他

承认“科举取士久矣,明儒巨公皆由此出。今

为士者固不能免此”[25]276,重要的是心中先要

有义利之辨:

由是而 进 于 场 屋,其 文 必 皆 道 其 平 日 之

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

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

其得不谓之君子乎。[25]276

据后来人回忆,陆九渊“发明敷畅”而又

“恳到明白”,有“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效

果,听者无不“悚然动心焉”[25]276。与朱、吕二

人不同,陆九渊不立制度与指导性质的学规,

“某平时未尝立学规,但常就本上理会,有本自

然有末”[25]457,也不依靠其体系化的专著、教材

(包括“先儒语录”[25]502),主张借助教师个人化

风格魅力(如“容色粹然,精神炯然”[25]501,“音

吐清响”[25]501,“虽盛暑,衣冠必整肃”[25]502,“和

气可掬”[25]502)与仪式化的讲学过程(如“每旦

精舍鸣鼓,则乘山轿至,会揖,升讲坐……学者

又以一 小 牌 书 姓 名 年 甲,以 序 揭 之,观 此 以

坐……齐肃无哗”[25]501),进而辅之于德性涵养

与“读书之方”[25]502,给予弟子最大程度的“切

己自反”[25]502与“收敛精神”[25]501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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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volutionTrackofChineseTraditionalCurriculumThought:
Sensibilization,RationalizationandLegalization

JIAZhiguo1,2
(1.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2.InstituteofChildDevelopment,JinhuaPolytechnic,Jinhua321007,China)

Abstract:InlinewiththeoverallcontextofthedevelopmentofChineseculture,theevolutionofChi-
nesetraditionalcurriculumthoughthasmainlyexperiencedthreemajorstagesofdevelopment:Sensi-
bilization,RationalizationandLegalization.IntheSensibilizationperiod,earlyConfucianism,represen-
tedbyConfucius,MenciusandXunzi,moreestablishedthelogicalstartingpointofeducationonthe
basisoftheemotionalresonancesharedbyeveryone,theemotionaltargetinthecurriculumgoal,the
emotionalintegrationinthecurriculumcontent,andthe“takingacloseexample”inthe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strategy.IntheperiodofRationalization,thefourTaoistsoftheNorthernSongDy-
nastyrepresentedbyZhouDunyi,ChengbrothersandZhangZaiactivelylearnedfromtheenlighten-
mentexperienceofBuddhismandTaoism,andinsistedonrebuildingthespiritualandmoralbeliefs
withintheConfucianintellectualsinalogical,speculative,deductive,objective,rationalandotherra-
tionalidentificationway.Thegoalofthecurriculumis“reason”,thecontentofthecurriculumis“tra-
dition”reconstruction,andtheimplementationofthecurriculumis“selfsatisfying”.Duringtheperi-
odofLegalization,thesuccessorsofTaoismrepresentedbyLvZuqian,ZhuXi,LuJiuyuan,etc.,took
privateacademiesasthestage,devotedthemselvesto“legalizing”theachievementsofmoralrecon-
struction,culturalreconstructionandsocialreconstruction,withthehelpof“academicrules”with
strongconstraints,or“gradualrealization”orthoroughintrospection(insight)withreasontoachieve
the“Confucianeffect”ineducation.InthesenseofTaoistspirit,thedownwarddiffusionoftheTaoist
spiritandthelocalpurityofcustomsisvalued,anditadherestothesolemnandclearmoralgoals(sa-
gesandlocalsages).Itconstructstheideologicalsystemofcurriculuminthematuresenseof“aca-
demictradition”,emphasizinggeographicalsystem,moralitybuildingandkungfu(virtuerespect,
learningandpractice),andthe“positivelegalization”(privateacademies,personalstylesandacademic
exchanges)ofteachers,etc.
Keywords:Chinesetraditionalcurriculumthought;sensibilization;rationalization;legalization;sage
meteorology;orthodoxy;academic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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